
党 的 文 献 2 0 2 3 年 第 6 期                                           

 LITER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文章编号 ] 1005 - 1597（2023）06 - 0115 - 10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                                                            
国营企业的管理民主化工作

■ 苗庆科 荆蕙兰

[ 摘 要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推进生产和经济领域的民主改革，在党的领

导和部署下，东北国营企业广泛开展了管理民主化工作。通过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议、开展

企业领导干部管理民主化思想教育、提拔与培养有技术经验和组织才能的工人、发动职工参与合理化建议

运动、签订与推广集体合同等举措，东北国营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得以完善，广大工人的政治地位切实提高，

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也大大提升。作为管理民主化工作的先行者，东北

地区在国营企业管理民主化工作中的有效做法和有益经验，不仅为此项工作在全国的推广提供了示范，也

对后续“鞍钢宪法”等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典型经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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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民主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

改造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完善新民主主义企业

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工人当家

作主、提高工人生产积极性的重要路径。新中

国成立前，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和城市接管工

作的展开，党中央已经要求各解放区进行管理

民主化改革。1948 年 8 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

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

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为

使解放区的工业能够健全的发展”，“国营、

公营企业必须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努

力“贯彻企业化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1］

东北地区作为全国最先解放的地区，率先在企

业中开展了管理民主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民主改革以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各项工

作的推进，党中央进一步要求在全国的国营企

业中开展管理民主化工作。管理民主化工作的

广泛开展，不仅有效推动了国营企业管理制度

的完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为国民经济的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1992 年版，第 684-685 页。　

恢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选取东北地

区的国营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其管理民

主化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历史背景、

主要举措及成效意义，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一、历史背景

东北地区的企业管理民主化工作，在解放

战争时期已经积累了初步经验。新中国成立后，

根据党中央统一安排部署，东北地区国营企业

的管理民主化工作全面展开并不断深化。

（一）改造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为恢复

和发展生产创造有利条件

早在 1948 年，东北解放区就已经按照党中

央要求在城市接管实践中积极探索企业民主改

革的有效办法。1948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东

北局作出《关于接收敌伪和蒋占企业后的改造

管理与工会工作方针的决议》，强调人民政府

接收旧企业后，首要任务是将“原来以压迫手

段来强制工人劳动的旧企业，改造成为职工自

觉积极生产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企业”。《决议》

认为，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吸纳工人参与企

业管理，“建立由厂长领导的、吸收行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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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人员和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

讨论生产任务，厂内各种制度、规章、工人福

利等事项”。［1］不过，考虑到企业刚刚接管，

为避免发生混乱，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

并未大范围开展企业管理民主改革。［2］1949 年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生产力水平，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在经

济领域采取了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的

举措。一方面，对于官僚资本企业原先的组织

机构和生产系统，党和国家大胆采取“包下来”

的政策，以保证企业平稳过渡、尽快恢复生产；

另一方面，又实行监督生产，并逐步进行民主

改革和生产改革。经过努力，1950 年初，全国

共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 2800 余家、金

融企业 2400 余家。在此基础上，国营经济迅速

建立起来。随后，党在国营企业中开始进行大

范围的民主改革，改造旧的生产和管理制度，

以生产关系的调整推动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1950 年 2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学会管

理企业》的社论。社论指出，为了克服面临的

财政困难，主要的办法就是节约和生产。“在

工厂企业中，我们要努力设法节省原料材料，

爱护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工业

生产，首先要管好企业”。社论进一步提出，

通过管好企业来增加生产的一个主要步骤，就

是“以统一的、合理的、科学的制度，逐渐代

替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混乱的、腐败的、不合理

的制度”。为此，“在一切国营公营的工厂企

业中，必须坚决地改变旧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

度，实行管理民主化，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

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以启发工人的主人翁

的觉悟，发扬工人的自觉的劳动热情。这是改

［1］ 《东北局关于接收敌伪和蒋占企业后的改造管理与

工会工作方针的决议（草案）》（1948 年 7 月 10 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

下册，档案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49 页。　

［2］ 参见《中央关于修改“接收敌伪和蒋占企业后的改

造管理与工会工作方针的决议”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

年 8 月 23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

运动文件选编》下册，第 247 页。

造旧企业、管好人民企业的基本环节”。［3］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切实执行〈人民

日报〉学会管理企业社论的指示》，要求各地

应将社论作为“目前管理企业，提高生产的指

导方针”。［4］此后，东北地区按照这一要求，

在国营企业中全面开展管理民主化工作，努力

为快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扫清障碍、打下基础。

（二）推进民主改革，激发工人阶级的生

产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

了根本改变，由旧社会的“被统治阶级”转变

为新社会的“领导阶级”。但在当时的国营企

业中，工人阶级虽然政治上解放了却并未真正

成为企业的主人，一些封建把头、恶霸地痞改

头换面混入职工队伍继续奴役工人，企业中存

在的搜身制等不合理制度仍然严重损害着工人

的利益。为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确立工

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党和国

家在企业中实行并深化民主改革。《学会管理

企业》社论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人民

企业的管理”，“必须启发和依靠工人群众主

人翁的感觉，发挥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

造性，以便工人群众能够自觉地进行劳动。把

原来被机器支配的奴隶，变成管理机器的自觉

的劳动者，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5］1950 年

1 月至 3 月，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关于废除搜身

制度的决议》《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

把头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关于废除把头制度

向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的建议》等文件，

废除了封建把头制、搜身制等压迫工人的制度。

195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清理厂矿

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

展民主改革的指示》，要求各地发动和依靠工

人群众，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工厂、

矿山和交通等企业部门，首先对国营厂矿、交

通等企业内的残余反革命势力进行系统的清理，

并对国营企业内所遗留的旧制度，进行或进一

［3］《学会管理企业》，《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6 日。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 2 册，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0 页。　

［5］《学会管理企业》，《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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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成必要的民主改革。［1］东北地区国营企业

众多、工人数量庞大，是推行民主改革的重点

地区。在当时，东北地区国营企业实行厂长负

责制的管理方式，在企业管理上存在诸多非民

主现象。有些国营厂矿的行政干部由于缺乏管

理工厂的经验，习惯于简单的行政命令，缺少

群众观点，在“处理任何重大问题”时，“不

去倾听群众意见”，把厂长负责制看作是“独

霸一切”。［2］为了提升工人的政治地位，使工

人阶级切实成为企业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

东北地区国营企业深入推进民主改革、开展管

理民主化工作，着力通过改造旧制度和旧体制

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二、主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东北地区

国营企业采取一系列举措，积极开展管理民主

化工作，将工人阶级真正纳入到企业管理之中，

建立和完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使国营企业经

营管理工作呈现出全新面貌。

（一）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

议

管 理 民 主 化 工 作 的 核 心 是 构 建 工 人 参 与

企业管理的渠道。在实践中，东北国营企业采

取的主要方式是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

表会议。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国营、公营企业

实行企业化、民主化管理的统一领导工厂的机

构”［3］，其成员主要由厂长、党支部书记、工

会主任、工程师、生产中主要负责人和相当数

量的职工代表组成，为企业的最高领导机关。

凡遇工厂的重大问题，如生产计划、工资调整、

人事变动、制度改革等，该委员会都有权作出

决定。［4］管理委员会产生于民主革命时期根据

［1］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00 页。

［2］《企业管理民主化是改进生产的重要保证》，《东

北日报》1949 年 2 月 28 日。　

［3］ 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国工会百科全书》下册，经

济管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43 页。

［4］ 参见《企业管理民主化是改进生产的重要保证》，

《东北日报》1949 年 2 月 28 日。　

地公营企业的“三人团”制度，在新中国成立

前后，党把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纳为国营企业

管理民主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49 年 9 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

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

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建立在厂长领导

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5］1950 年 2 月 28 日，

中财委正式发出《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管理

委员会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的国公营企业

“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

使工人亲身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6］。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地区就已经在

实践中探索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

议。1949 年 7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颁发了《关

于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

决定》，要求东北地区企业贯彻管理民主化要求，

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7］

这一文件的出台，为东北地区国营企业建立管

理民主化机构与制度提供了重要遵循。新中国

成立后，东北地区绝大多数国营企业在短时间

内都建立起了工厂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省在省

总工会的统一部署下，到 1949 年 12 月，168 个

50 人以上的国公营工厂即有 90 个先后建立了管

理委员会。［8］辽宁省在地方党委、政府和工会

的领导下，国营厂矿也迅速建立了管理委员会。

到 1950 年 2 月，沈阳市 114 个国营企业中已有

89 个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旅大、鞍山、本溪、

抚顺等地区和城市的国营厂矿也都相继建立了

工厂管理委员会。另据东北电业管理局 1950 年

底统计，其所属的 95％的局、厂都建立了管理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11 年版，第 7 页。　

［6］《中财委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管理委员会的指示》

（1950 年 2 月 28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

国企业领导制度历史文献》，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56 页。　

［7］ 参见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

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决定（1949 年 7 月 10 日）》，大

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290-2-6。　

［8］ 参见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

志·工会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5-

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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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1］

职工代表会议是与工厂管理委员会相辅而

行的一种管理民主化形式，其成员主要由企业

各部门职工代表组成。通过职工代表会议，职

工可以选出代表直接参加工厂管理委员会，参

与工厂经营管理和监督工厂工作。［2］新中国成

立前夕，东北地区就已经在大工厂中试点建立

职工代表会议，在工厂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

传达和讨论工厂决定。比如，1949 年 9 月，沈

阳市职工总会筹委会制定的《关于工厂职工代

表会议的规定》草案，要求在 29 个国公营企业

中进行职工代表会议的试点工作。1950 年 6 月，

旅大地区 86 个国营厂矿中已有 32 个工厂召开

了职工代表会议，共提出 18987 件提案，其中

属于生产管理和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的建议 13407

件，占整个提案的 70％。［3］

职 工 代 表 会 议 为 职 工 参 加 企 业 管 理、 提

高工人的主人翁意识提供了有力保证。例如，

1950 年 5 月，大连广和机械厂通过召开职工代

表会议集思广益，优化生产流程方法，生产废

品率比同年 4 月份减少了 66％。鉴于职工代表

会议实施效果较好，7 月 22 日，中共旅大职工

委员会向中共旅大区委报送的《关于通过职工

代表会议贯彻生产责任制的初步总结》中，充

分肯定了职工代表会议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

其在发动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进工作

作风和纪律松弛现象、揭发生产上无人负责现

象，改善上下级之间、工人与技术人员之间、

行政与工会之间、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协调

各部门关系，改进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收效显

著。［4］

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的设立，

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搭建起平台，畅通了各环

［1］参见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

志·工会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4 页。

［2］ 参见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国工会百科全书》下册，

第 1043 页。　

［3］ 参见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

志·工会志》，第 235 页。　

［4］ 参见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

志·工会志》，第 235 页。　

节、各领域、各部门的管理与监督，增强了国

营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使企

业面貌焕然一新。

（二）开展企业领导干部管理民主化思想

教育

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是新中国

成立初期国营企业管理民主化工作的又一项重

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就深刻认识

到官僚主义是阻滞企业发展的关键障碍。1949

年 5 月，刘少奇在出席华北职工代表会议时指

出 :“在老解放区的工厂，要进行一个有准备、

有领导的工厂管理民主化的运动，展开批评和

自我批评，以改变某些工厂存在的官僚主义倾

向。”［5］7 月 23 日，朱德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

上强调：“新民主主义的管理生产与官僚资本

主义根本不同之点，就是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

对工人的强制压迫，我们是依靠工人的自觉。

因此，管理民主化与行政干部的民主作风有特

别重大的意义。”［6］

新中国成立之初，受旧社会习气的长期影

响，东北地区国营企业的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

上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比如，

单纯强调行政命令、习惯于一揽子包办，甚至

采用军事管理方法，不重视民主，不听取职工

群众的意见，等等。［7］当被检查出管理方式上

存在官僚主义时，多数企业的领导干部并非从

自身思想上找原因，而是将其归结于外部因素。

比如，有的管理者把原因推到上级，认为“我

是想管理民主化的，就是上级不批准”；还有

的则抱怨说，“思想上是想民主的，但就是方

法不会”。［8］为了提高企业领导干部在思想上

对管理民主化工作的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东

［5］《华北工代会议第四天 刘少奇同志讲话 国营企业

要订出全盘生产计划 工人阶级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

《人民日报》1949 年 5 月 6 日。　

［6］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3-264 页。　

［7］ 参见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

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决定（1949 年 7 月 10 日）》，大

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290-2-6。　

［8］鲁平：《关于工厂管理民主化问题（1950 年）》，

大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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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营企业针对领导干部开展了广泛而深刻的

思想教育。

首先，通过召开相关会议要求企业领导干

部提高思想认识。比如，1950 年 6 月，黑龙江

省召开了全省厂长、经理联席会议，省委书记

赵德尊特别强调：“依靠工人群众这是工厂管

理民主化的中心一环，未能贯彻下去的主要原

因是大家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因此，他要

求广大国公营企业领导干部要“倾听与采纳工

人的意见，树立依靠工人阶级，为国家为人民

的观点”。［1］其次，通过布置学习任务、开展

自我批评等，提高企业领导干部的思想自觉。

在这方面，鹤岗煤矿颇具典型意义。从 1949 年

3 月到 1950 年初，鹤岗煤矿虽然在其所属的 28

个单位设立了各级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

但却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偏

向”。为解决这一问题，东北煤矿总工会副主

席陈耕夫亲自到鹤岗煤矿开展思想工作，“从

学习文件、展开自我批评打通领导思想入手”，

重点对矿区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经过学习，

矿区领导干部“认识了民主管理的重要，针对

过去的缺点，作了深切的自我检讨”。［2］又如，

鹤岗南山矿十坑第一副坑长赵洪民，过去不倾

听工人意见，“从打学习有关管理民主化的文

件以后，对民主管理的认识较前明确起来”，

不但“在生产上听取工人的意见”，而且“也

关心工人的日常生活”。当工人提出意见将供

应不足的小水壶做成大水壶时，“他立即照办

了”。［3］最后，对于官僚主义习气严重、任意

压制工人的企业干部，党和政府进行了严肃批

评教育，严重者直接给予了撤职处分。这种做

［1］《省委书记赵德尊同志在全省厂长经理联席会议上

的讲话（摘要）》（1950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黑龙

江省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1 年）》第 2 册，黑

龙江省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471、469 页。　

［2］ 刘铁慈：《鹤岗矿务局南山矿改进民主管理工作 

该矿经验现正逐步推广全局》，《人民日报》1950 年 7

月 16 日。　

［3］《鹤岗南山矿检查民主管理后 干部开始转变作风 

倾听工人意见关心工人生活 大胆检讨缺点增进上下团

结》，《东北日报》1950 年 6 月 9 日。　

法对广大国营企业干部起到了很大的警示教育

作用，促使他们真切认识到管理民主化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

（三）提拔、培养有管理才能和技术经验

的工人

提拔、培养有管理才能和技术经验的工人，

是贯彻管理民主化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也有

助于解决东北地区国营企业干部缺乏的问题。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东北工业化建设进入新阶

段，培养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成为办好现

代化大工业的一项迫切任务。在当时，培养工

矿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的途径主要有两个 :

一是选派其他部门的干部到工业部门中工作，

二是从工人积极分子中提拔与培养新的管理干

部和技术人员。在实际情况中，由于东北地区

企业管理干部需求量较大，中共中央“所准备

派往的干部也仍然不够用”［4］，因此，从工人

中直接提拔与培养有管理才能和技术经验的工

人，成为当时解决东北国营企业干部缺乏问题

的必要之策。

1950 年 4 月 18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关

于进一步团结公营企业中技术人员与职员的

指示》中指出：“随着东北经济建设事业的恢

复与发展，已经发生了技术人员与企业管理人

员大量缺乏的问题”，因此，在国公营企业中

“党必须十分注重培养大批新的技术人员与管

理人员，必须注重提拔与培养工人中的积极份

子”。［5］6 月 9 日，《东北日报》发表了《如

何贯彻管理民主化》的社论，明确指出了提拔

工人是国营企业开展管理民主化工作的重要举

措。社论强调，国营企业贯彻管理民主化，必

须注重“提拔有技术经验、组织能力以及与广

大职工有密切联系的工人”，这些被提拔的工

［4］《中央关于修改“接收敌伪和蒋占企业后的改造管

理与工会工作方针的决议”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 年

8 月 23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

动文件选编》下册，第 246 页。　

［5］《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进一步团结公营企业中技术

人员与职员的指示》（1950 年 4 月 18 日），《东北人民

政府法令汇编》第 1 辑（下册），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

1950 年编印，第 3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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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干部将会是“企业领导与广大职工联系最好

的桥梁与最有力的助手”。［1］ 在党和政府的

号召下，东北地区各国营企业开始有意识地在

工作中提拔工人担任企业干部或技术人员。例

如，吉林省国营石岘纸厂广泛提拔工人干部，

并注重从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团员，到 1951

年 2 月，共提拔工人干部“班一级以上 91 人，

发展党员 100 人，工人成分占 80％，发展团员

170 人，培养下层技术人员 31 人”［2］。此外，

一些国营企业还在实践中制定了工人干部选拔

标准。如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经过长时间摸

索，制定出了一套选拔工人干部的标准，即“具

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在生产和工作

中，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与广大工人群众有

密切联系；熟悉生产情况，有丰富的实际操作

经验和一般的技术理论”。依据这些标准，该

厂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内，共提拔工人干部 504

名。［3］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到成立初

期，东北地区国营企业所提拔的工人干部不仅

数量可观，而且占新提拔干部队伍总数的比例

亦颇高。如沈阳五一工厂从 1949 年到 1950 年 6

月，全厂党、政、工、团共提拔了 800 名新干部，

其中 70％以上是从工人当中提拔出来的。［4］另

据旅大市 1953 年 6 月的统计，全市国营企业中

多数干部是从工人中提拔的，其中被提拔为厂

长的工人 80 名，占厂长总数的 48％；被提拔为

科长的工人 261 名，占科长总数的 40％；被提

拔为车间主任的工人 452 名，占车间主任总数

的 83％；被提拔为股长、工段长的工人 964 名，

［1］ 《如何贯彻管理民主化？》，《东北日报》1950

年 6 月 9 日。　

［2］ 中共吉林省委：《省委关于经济建设几项问题的

报告》（1951 年 2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员

会重要文件汇编（1950-1951）》第 2 册，吉林省档案馆

1985 年编印，第 347 页。　

［3］参见中共旅大市委组织部：《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

厂几年来培养提拔工人干部的经验》，大连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1-2-385。

［4］ 参见《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要做好那几件事？——

介绍机器五厂与五一工厂实行管理民主化经验》，《东

北日报》1950 年 6 月 9 日。　

占股长、工段长总数的 71％；被提拔为技术人

员（包括技师以上干部、技术员和见习技术员）

的工人 548 名，占技术人员总数的 33％；被提

拔为党群干部的工人 1014 名，占党群干部总数

的 63％。［5］这些数据有力证明了，在党领导

的国营企业中，工人阶级已成为真正的主人。

为了使更多工人有机会参与到企业经营管理之

中，东北地区还通过建立正规大学、专科院校

和技术学校等方式，有计划地培养工人干部。

如 1949 至 1952 年，东北地区恢复和开办了 3

所大学、4 所专科学校、16 所中等技术学校，

其中仅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技术干部就达 2500

多名。［6］

在贯彻管理民主化政策过程中，东北地区

国营企业提拔工人的力度前所未有。据统计，

1949 至 1952 年三年内东北地区“培养和提拔了

八万四千多名工人干部参加了工矿企业的领导

工作”［7］，这不仅为东北国营企业的稳步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也是东北地区国

营企业贯彻管理民主化政策、实现工人阶级当

家作主的直接体现。

（四）发动职工参与合理化建议运动

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缺少经验，国公营

企业“在劳动力的组织、原材料的使用、工作

方法、生产过程甚至时间的支配上，还存在很

多不合理的现象”［8］。为解决这一问题，党和

政府注重从工人群众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发动

了合理化建议运动。1950 年 8 月，政务院作出

《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

化建议的决定》，号召广大职工积极参与合理

［5］ 参见中共旅大市委组织部：《旅大市几年来培养工

人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1954 年 1 月）》，大连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 3-2-177。　

［6］ 参见《东北工业部决定培养大批工业建设人材 昆

明电工器材厂提拔的工人干部迅速学会生产管理技术》，

《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19 日。　

［7］ 《东北三年来培养工人干部八万余》，《东北日报》

1952 年 9 月 23 日。　

［8］  王榕：《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提合理化建议》（1949

年 8 月 16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

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工业卷），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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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议运动。［1］1951 年，东北工业部轻工业管

理局局长赵濯华在《进一步贯彻管理民主化》

的讲话中指出，要“通过党群工作，通过管理

系统，组织领导合理化建议”，只有“每个人

有权利、有机会提出他关心生产的意见，才能

消灭任何一个角落里所存在的问题——生产前

进的障碍”。［2］

为了鼓励职工参与到合理化建议运动中，

东北国营企业对工人群众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动

员。譬如，抚顺煤矿运输股的党总支部采取管

理民主化的方式，干部分工到各班去，“发动

群众一起讨论，使每个职工都能了解这一运动

的意义和方向”。党员、团员、宣传员也响应

党的号召，紧锣密鼓地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

经过一段时间的民主讨论与宣传动员，全股掀

起了热烈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工人的情绪特别

高涨，“大家抢着提建议，怕晚了提不上”。

仅两个星期，全股就收到合理化建议 479 件。［3］

对于工人提出的合理建议，多数厂矿都做到了

及时回应与采纳。比如，大连电化工厂贯彻企

业管理民主化要求，1951 年发动全体职工提出

合理化建议 48 件，其中 20 件被及时采纳，极

大提高了职工的主人翁意识。［4］吉林石岘造纸

厂化学浆车间在日常工作中采用“合理化建议

登记表”的方式，及时收集职工提出的合理化

建议，并且处理迅速，“一般地做到了职工第

一天提出的建议，第二天就可以得到答复”，

由于处理及时，“职工都很满意，提合理化建

［1］参见《政务院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

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1950 年 8 月 1 日），中央人

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

1950）》，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357 页。　

［2］ 赵濯华：《进一步贯彻管理民主化》，武衡主编《东

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轻

纺工业卷），中国学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10 页。　

［3］参见《中共抚顺煤矿运输股总支怎样发动群众提合

理化建议的？》，《人民日报》1951 年 12 月 4 日。　

［4］参见大连电化工厂：《关于进一步依靠全体工人阶

级贯彻企业管理民主化改善经营管理办好人民企业总则

（1951 年）》，大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3-2-63。　

议的高潮普遍高涨”。［5］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工

业部《1951 年合理化建议工作简报》，仅鞍钢、

抚顺及东北轻工业局三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

1951 年就有 33577 名职工提出 9975 件合理化建

议，其中 6082 件建议所创造的价值即达人民币

（旧币）1194 亿元，折合粮食 19 万吨。［6］

（五）签订与推广集体合同

集体合同是工会代表职工与厂方就劳动报

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等关系工

人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经过协商所签订的书

面合同。［7］集体合同是贯彻管理民主化的重要

形式，其签订“不是为了资本家，而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全体人民的幸

福”［8］。当时，东北地区率先试行集体合同的

是旅大地区。1949 年 3 月，旅大职工委员会颁

布《旅大地区职工会与企业工厂签订集体合同

基本要点》草案，对合同中应体现的基本要点，

如职工的工资、工作与休息时间、劳动保护、

社会保险、文化教育等，作了规定。［9］新中国

成立后，为广泛调动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热情，

进一步推动管理民主化，东北总工会于 1949 年

12 月专门召开了公营企业合同问题座谈会。会

议明确指出，集体合同的签订“进一步贯彻了

工厂民主管理，密切了领导与群众的联系”，

是“发动群众、保证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明确

行政与工会的分工和责任、贯彻公私兼顾政策

的最好的组织形式”。［10］1950 年 9 月 18 日，

东北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公营企业签订集体合

同的指示》，指出：“为了进一步依靠全体工

人阶级，贯彻企业管理民主化，改善经营管理，

［5］张核：《石岘造纸厂化学浆车间及时处理合理化建

议》，《中国轻工业》1956 年第 8 期。　

［6］参见东北工业部办公室资料组：《1951 年合理化建

议工作简报》，《东北工业》1952 年第 94 期。　

［7］ 参见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国工会百科全书》下册，

第 1408 页。　

［8］《集体合同》，新华书店 1950 年编印，第 1 页。　

［9］ 参见旅大职工委员会：《旅大地区职工会与企业工

厂签订集体合同基本要点（草案）》，大连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1-1-191。　

［10］ 东北总工会生产部：《推广公营企业的集体合同》，

《中国工人》1950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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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人民企业”，“各国营、省市营厂矿应该

根据现有经验与可能条件，逐步地实行各企业

工会与行政订立集体合同的制度”。［1］为了贯

彻这一指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与东北总工

会于 1951 年 9 月 28 日联合发出《重视签订集

体合同的指示》，号召各厂矿都要开展签订集

体合同工作。此后，东北地区国营企业掀起签

订集体合同的热潮。到 1952 年，辽东省已有 33

个国公营企业签订了集体合同，辽西省、鞍山市、

本溪市亦有 40 个厂矿签订了集体合同。［2］

在实际工作中，集体合同通过“发动群众，

组织群众”，成为“进一步贯彻民主管理的具

体形式”。［3］在集体合同的订立过程中，东北

地区国营企业本着“充分发扬民主，深入发动

群众”的原则，发动工人进行广泛民主讨论。

以沈阳机械一厂和机械三厂为例，其订立集体

合同的一般程序为：首先，对职工进行广泛的

教育动员工作，“使每一工人都懂得集体合同

订立的好处”，发动职工参与集体合同的制订；

其次，制订合同草案，并经过小组讨论，广泛

听取群众意见；再次，工会委员会汇集职工意见，

再提交小组进一步讨论，或提交职工代表大会

讨论通过；最后，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行政管

理部门协商，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在群众大会

上正式通过并签字。［4］这一签订过程充分尊重

了工人意愿，贯彻了管理民主化要求，得到了

工人的拥护与欢迎。

签订集体合同后，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权益

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和改善。以旅大市为例，

旅大工会联合会为使本地国营企业在生产管理

上更加民主化，在集体合同中规定了 8 小时工

［1］《东北人民政府关于公营企业签订集体合同的指示》

（1950 年 9 月 18 日），《东北人民政府法令汇编》第 1

辑（下册），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 1950 年编印，第 558 页。　

［2］参见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

志·工会志》，第 237 页。　

［3］ 张天民：《公营企业的集体合同与联系合同》，中

华全国总工会生产部编《生产工作手册》第 1 辑《东北

创新纪录运动汇集》，工人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227 页。　

［4］参见沈阳市总工会：《沈阳市国公营企业九个工厂

试订集体合同的初步经验》，《东北政报》第 2 卷第 2 期，

1950 年 3 月 20 日。　

作制、怀孕 4 个月以上女工不得加工、年老疾

病生育等给予津贴等保障工人生活的内容。［5］

同时，为了增进工人的福利，根据集体合同的

要求，金州纺织厂增设了工人宿舍和医院，大

连纺织厂重修了工人俱乐部，大连玻璃工厂为

工人提供了 140 多间临时住房，大连油漆工厂

修建了职工宿舍和工人训练班住房，并发给了

工人特种工作服和皮鞋。［6］另据鞍钢所属厂矿

24 份集体合同统计，1953 年鞍钢新建、修建休

息室 11 个、俱乐部 8 个、福利食堂 9 个、浴池

17 个、厕所 16 个，扩大和修建托儿所 4 个、子

弟学校 1 个、休养所 1 个，极大改善了工人的

生产与生活条件。［7］

三、影响与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东

北地区国营企业管理民主化工作得以全面迅速

开展。这一工作改造了企业中旧的管理体制，

建立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精神的新民主主义的

企业管理制度，切实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

保护了工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有效激发了工人

的主人翁意识与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企业

的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产生了

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激发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劳动积

极性

东北地区国营企业通过实行管理民主化，

将工人纳入生产管理过程之中，改变了旧社会

企业压榨剥削工人的不平等制度，使工人真正

成为企业的主人。广大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翻身

之后，主人翁意识大大提升，他们以高度的责

任感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具体的生产管理积极

建言献策。同时，管理民主化工作，“把原来

被机器支配的奴隶，变成管理机器的自觉的劳

［5］ 旅大市工会联合会：《集体合同总结报告（1949

年）》，大连档案馆藏，档案号 3-1-19。　

［6］ 参见新华时事业刊社编《工业中国的雏型：大连工

业展览会介绍》，新华书店 1950 年版，第 95 页。　

［7］ 参见蒲德胜、刘振华主编《鞍山市工会志》，辽宁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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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1］，改变了旧社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对

工人采取的“强力的行政管制——打骂、开除、

逮捕、枪毙”等剥削与压迫的“吃人的管理方

式”［2］。在此基础上，东北地区国营企业坚持

“依靠工人办好工厂”的原则，不仅注重培养

与提拔一线工人，而且也把改善工人阶级的生

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比如，沈阳五一工厂为

了“有计划的来培养和提高职工”，成立了较

为正规的工人业余学校，以“帮助职工补习文

化、技术和政治”。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职工

的生活顾虑，使之可以安心生产，该厂还为职

工建立了“夜间休养所、食堂、澡塘、托儿所、

图书馆、电影院、合作社和子弟小学等”，仅

1949 年“为职工福利事业开支的费用”就约合

东北币 1228864 万元之巨。［3］这些工作使工人

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怀，有

效增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政治认

同，大大提高了他们投身生产、推进生产的积

极性。

（二）促进了国营企业生产管理制度的完

善

通过开展管理民主化工作，国营企业的新

型生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完善。一方面，管理

民主化工作促进了国营企业生产责任制［4］的建

立。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北地区国营企业“在

贯彻管理民主化过程中”，通过“发动工人群

众建立生产责任制，使管理民主化和生产责任

制结合起来”。如东北冶炼厂发动工人群众自

下而上、自上而下地讨论研究后制定了生产责

任制，该厂先由工厂管理委员会拟出生产责任

制度草案，然后召开全体工人大会，启发大家

提出合理化建议，最后经过全体工人充分酝酿

［1］《学会管理企业》，《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6 日。　

［2］《企业管理民主化是改进生产的重要保证》，《东

北日报》1949 年 2 月 28 日。　

［3］《怎样实行管理民主化？ 介绍沈阳机器五厂与五一

工厂的经验》，《人民日报》1950 年 7 月 14 日。　

［4］ 生产责任制，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把一定的机

器、工具或一件具体工作，交给一个工人或几个工人来

负责使用，负责保管，负责执行”的制度。参见张鸿飞：

《生产责任制讲话》，工人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1 页。　

讨论，提出意见，补充修正后公布实行。［5］生

产责任制的建立使工人责任意识明显提高，机

器设备得到爱护，生产成本大大降低，生产效

率大大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也得到明显提升。

另一方面，管理民主化工作促进了生产会议制

度的建立。如东北冶炼厂为了广泛吸收职工参

加生产方面的管理工作，建立了每月三次的定

期生产会议制度，在制订生产计划时“由计划

科把计划草案发给车间，经过车间生产会议和

全体工人的酝酿讨论，再由工厂管理委员会集

中起来作出决定，由行政公布执行”［6］。到

1954 年，东北地区国营企业中已广泛建立了生

产会议制度。仅鞍钢系统的 22 个单位，1954 年

即召开了 8 次厂级生产代表会议、58 次车间生

产会议、84 次工段生产会议、1360 次小组生产

会议，参加会议的工人达 25118 人次。［7］生产

会议制度，在发扬民主、改善党群关系、改进

国营企业生产管理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为建

立民主、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和生

产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生

产效益

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能够对生产力产生积

极的反作用。管理民主化工作在企业中建立了

全新的管理制度，改造并优化了生产关系，有

效提高了工人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有力促进了

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生产任务的完成。通

过开展管理民主化工作，东北地区国营企业的

工人“发挥了空前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动国营企业产量大幅度增加。以东北人民政

府 工 业 部 所 属 厂 矿 的 年 产 量 为 基 数，1950 年

产 量 比 1949 年 增 长 了 135%，1951 年 比 1950

年 增 长 了 28%，1952 年 又 比 1951 年 增 长 了

［5］ 参见萧风：《东北冶炼厂是怎样贯彻管理民主化

的？ 为学会企业管理和加强工会工作而斗争！》，《人

民日报》1951 年 4 月 15 日。　

［6］ 萧风：《东北冶炼厂是怎样贯彻管理民主化的？ 

为学会企业管理和加强工会工作而斗争！》，《人民日报》

1951 年 4 月 15 日。　

［7］ 参见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

志·工会志》，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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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同时，以合理化建议运动为代表的新

制度，使工人群众真正参与到了企业的经营管

理中，并通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企业乃至

国家创造了巨大价值。如东北瓦房店纺织厂加

工车间工人张福勤，提出一个改进染线方法的

合理化建议，使染出线的质量在完全保持正常

的情况下，产量提高 10％。［2］实际上，在东北

地区国营企业中，像张福勤这样通过发挥个人

主观能动作用、激发自身潜能，为国家创造财

富和价值的工人还有很多。这也充分说明，新

中国的新制度创造了“新工人”，而“新工人”

又反过来推动新制度的完善进而为新中国生产

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四、小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东北地区国营企业中，

党领导开展了管理民主化工作。这一工作，是

党领导开展的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项工作，通过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破除

了企业内旧的劳动和生产关系，建立了新民主

［1］  参见《三年来东北工业获得巨大成就》，《东北日报》

1952 年 9 月 20 日。　

［2］参见《东北瓦房店纺织厂加工车间  一个合理化建

议每年可给国家节省九十二吨粮食》，《人民日报》

1952 年 1 月 30 日。　

主义的劳动和生产关系，使广大工人阶级翻身

作主人，确立和保障了其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

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激发了其主人翁

意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同时，

管理民主化工作促进了国营企业生产管理制度

的完善，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

效益，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在工

人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作为管理民主化工作的

先行者，东北地区在国营企业管理民主化工作

中的有效做法和有益经验，不仅为此项工作在

全国的推广产生了示范效应，也为后续“鞍钢

宪法”等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典型经验的形成产

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系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新中国建立初期东北工业化与城市发展研究

（1949-1957）”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

21BZS016〕

〔作者苗庆科，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威海 264209；荆蕙

兰，沈阳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辽宁大连 

11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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